
科技导报2020，38（19） www.kjdb.org

新比较观视域下的中国科技体制
再研究

任安波

摘要 国家的科技创新成效与其科技体制有重要关系。评判科技体制的优劣，往往需要使

用科技体制比较观。传统的两大科技体制比较观——“外国坐标”比较观和“中国本位”比较

观均只就科技体制本身而论，忽略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因而给评判结果带来误差。“文化

簇”的新比较观对评判中国科技体制更加适用。高度集中的科技体制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

传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科技成就具有紧密关联性。国家重点支持的、大规模集中

的科学体制是与现代科技特征相适应的体制，是现阶段中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非对称

赶超战略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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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体制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

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1]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

创新带给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科技体制

则是科技创新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土壤。2014年 8
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

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上作出批示，首次提出

“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科技方针。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新的利益轨

道。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轮子，一个是体制机制创新

的轮子，两个轮子共同转动，才有利于推动经济发

展方式根本转变。”[2]当今，国内和国际两个环境都

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中国的科技体制能否适应时代

的发展需求，以优化科技发展的体制保障，是亟待

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科

技体制？这些体制能给国家带来什么、各自是否存

在某些弊端？这些弊端如何被认识到，又在何种情

况下被改进？应当认识到：有些改进可能是不自觉

的，有些是自觉的，甚至受到了利益驱使。例如，默

顿研究了 17世纪英格兰的科技与社会状况，发现

战争有效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这并非完全由当

时的科学家和科技体制的策划者设计执行的[3]。

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在科技发展的不同时期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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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着某些偶然变化，这些偶然性有意识或无意

识的助推了其科技的发展。西方国家也在不断调

整着自身的科技体制。美国能够成长为当今世界

的科技强国，也经历了从学习、赶超欧洲科学的传

统，到自觉探索新型发展道路的过程。从有别于欧

洲的、联邦政府介入较少的自由竞争经济体系和科

学体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政府、科学界和

工业界三方紧密联结而形成的创新体系，美国已然

创设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科技发展模式，并在应对

各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调试完善，努力保持其科技

领先地位[4]。

当代社会，世界各国科技体制创新意识愈发强

烈，但始终不存在完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技体

制。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国家

科技体制的顶层设计，从而有意识地认识过去、设计

未来，着眼于以人为本。考虑到责任主体的最终落

脚点是人，推动科技进步与发展的是独立的自然人，

科技体制的制定只有在满足被服务及管理的科研人

员的需求下才能发挥良性作用,基于历史文化和经

济社会发展现状，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

与科研人员发展诉求相结合的科研体制才能推动并

保障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

2 科技体制的既有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也仿效苏联实行了

5年计划。1953—1957年，新中国第 1个五年计划

在苏联的帮助下编制、实施。期间以苏联援建的

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大批建设项目纷纷竣工投

产，为新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联合国对产业的

分类，全部工业大类中有 39个门类，中类中有 191
个门类，小类中有 525个门类。所有这些门类，中

国现在全部拥有，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全部都拥有的

国家。”[5]此外，为满足社会建设与国家战略安全的

需要，中国还制定、施行了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

中共中央分别于 1956、1962年制定了《1956年
至 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十二年规

划》）与《1963年至 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即

《十年规划》），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技术

的突破性成就，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科技发展与现代

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宝贵的财富。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重新转移

到经济建设，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自 1985年起全面

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相互依存、共

同推进，有效改善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科技体制存在

的某些弊端（如科研与生产脱节、企业科研能力不

足、科研成果无偿转让、过度使用行政手段管理科

研、部分科研人员存在吃“大锅饭”的现象等）[6]。

需强调的是，倡导科技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结

合，并非排斥、否定政府对科研的管理与计划工作，

这是对过往体制的革新而非颠覆。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

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

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中国很多重大

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

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

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

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7]

3 科技体制研究的范式

当下所讲科技体制的评价问题，大多以对现存

科技体制的观察为基础；在思考不同科技体制相互

借鉴的问题上，以既有科技体制比较为基础。各国

因其历史文化的差异性，其创设的科技体制也是各

不相同，因而具备了相互借鉴的前提基础。然而，古

往今来，科技成果终究是全人类所共享的。应把科

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加以全面分析研判，才

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真正有利国计民生。“科

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

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

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7]科技体制不

仅与国家的文化息息相关，应与科技发展的阶段特

点相适应，应与科技人才的发展诉求相呼应。

3.1 传统的科技体制比较观

谈到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人们常用欧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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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制与其进行比较，这种观点属于“外国坐标”的

比较观，容易得到欧美国家优于中国、应学习借鉴

欧美国家科技体制的片面观点。例如，关于德国的

科技管理体制优势，国内学者将其总结为遵循“科

学自由、科研自治、国家干预为辅、联邦与各州分权

管理”的基本原则[8]；关于美国的科技体制，有学者

从科技管理模式入手加以分析，认为这是一种多元

分散型的科技体制、保证了科技人员在研究与开发

过程中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极好地推动了美国的科

技发展[9]。

不可否认，欧美国家的科技体制都各具优点，

且适应各自的国情，但每种体制亦有其不甚完善之

处。以英国为例，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近代科技

革命的起源地，英国具有深厚的科学传统，科技人

才辈出，创造了为数众多的基础科学成就，并一度

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然而，英国的科学研究长期

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偏重理论科学的倾向。

受困于重理论轻应用、科研成果转化迟缓、科技进

步与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等问题，英国自 19世纪

末以来，接连错失发展机遇，国力衰退、科技地位亦

被德国与美国超越。直至 20世纪末，在英国政府

的积极引导下，上述问题才开始得到逐步改善，英

国也得以继续保持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10]。部分

学者习惯性地从现象出发，考察现阶段各国的科技

水平，进而武断地认为科技发达的国家其体制也必

定优越、应当借鉴学习。以科技发达国家的体制为

参照系，与中国进行比较，若有不同之处，即认定中

国的体制有缺陷，再照搬国外的相关做法。从目前

的经验来看，此类“补己之短”的做法，反而有可能

削弱中国科技体制中固有的某些独特优势。历史

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注定是失败的。抗日战争时

期，毛泽东就曾批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言必称希

腊”，只知片面照搬外国经验，对本国的历史与现实

问题却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有些人对于自己的

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

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11]

另一种观点是“中国本位”的比较观，认为科技

体制改革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强调以中国本位为参

照系，基于自身国情，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有

学者从中国宏观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病、产学研合作

机制不顺畅、军民创新体系长期分离等现存的问题

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中国当前深化改革的

措施建议[12]。另有学者立足当前形势，剖析了中国

在人才队伍建设、原始创新能力、成果转化渠道、企

业创新活力、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

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创新政策、理顺产学

研功能定位、扩大创新体系开放度等政策建议[13]。

无论是“外国坐标”的比较观，还是“中国本位”

的比较观，其思想本质都是科技体制决定论。这种

两极化的科技体制比较观，认为国家科技水平发达

与否同该国相应的科技体制紧密相关，存在就科技

体制而论科技体制的问题，不仅忽略了不同国家之

间的文化差异，亦忽略了当今世界科技交流的频繁

性和便捷性，是不可取的。

3.2 新的科技体制比较观

同样是高频直线加速器，不同国家在技术手段

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区别。然而日本和美国的研

究人员在加速器的使用方法上却大有不同，其原因

亦有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的因素[14]。就科技体制

而言，亦无法简单地比较其优劣。正如比较当代中

外军事实力时，人们往往习惯于优先考虑各种武器

的种类与数量，却忽视了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诚

如毛泽东所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

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15]20世纪

50年代初，中国在经济与军事基础远远落后于美

国的形势下，仍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它

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

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

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

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

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

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16]由此可见，凡涉及到人

的活动因素，均不能用简单的比较法来评判优劣，

更应从文化上加以理解。

席文和劳埃德提出的“文化簇”[17]是一种新的

科技体制比较观，主要从各国文化上进行整体、全

面的比较研究。“文化簇进路就是用所有相关学科

来考察所有的相关资料，理解人文或社会科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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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种进路从给定问题存在于其中的文化的所

有维度，如科学、观念、社会关系、经济、宗教、政治、

亲属关系等等，来研究该问题。”[18]他们开始比较了

不同国家的体制特征和认知框架，探究从事科学研

究的人为什么对不同的科学问题感兴趣、依靠什么

赖以生存等问题。体制中涉及到人的因素都可以

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从人的价值观、认知世

界的方式，甚至认知的结果来看待科技体制。他们

认识到，对于科技体制不能用简单的比较法或加减

法来评判优劣，若是离开了特定的文化与社会背

景，这种比较是有缺陷的。

3.3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高度集中的科技体制

大一统的社会秩序、社会观念和国家组织方

式，是传统中国科技活动的一大特点。古代中国很

早就采用了这种高度集中的科技活动方式。官方

组织的某些大型工程，将科学、技术与工程联系在

一起，例如都江堰、长城、京杭大运河的修建等，这

些大型工程的落成与体制有很大关系。李约瑟曾

言道：“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

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不过随着时光的流

逝，我终于对中国的科学和社会有所了解，我渐渐

认识到还有一个问题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为什

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

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

文明有效的多？”[19]他认为，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

于考察不同文明的社会、思想和经济结构。中国很

早就有一套相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中涉及工

程修建规模、官方面向社会的管理秩序，以及解决

技术、工程的方法等诸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

国家负责整个地区的国防、公共设施的建造和维

修，这种生产方式是一种具有官僚性质的国家机器

的产物。毋庸讳言，这种与大一统专制社会相伴相

随的科技体制，是导致近代中国科技发展落后的原

因之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它

极强的实用性，在大一统专制社会中表现为直接满

足专制王朝各方面的需要。由于它的极端实用性，

一旦现实不提出直接的要求，它就没有了发展的动

力……由于中国科技直接服务于大一统专制社会

的需要，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为它设定了一个

发展的极限。过了这个极限，除非社会结构发生重

大变化，这种实用性科技就只有停滞不前。”[20]

无独有偶，高度集中的计划科技体制也是社会

主义国家摆脱贫弱状态、实现迅速崛起的关键一

点。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不足德国的一半、美

国的八分之一，耕种几乎全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

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短缺，劳动者素质低下，

约有一半的成年人是文盲。历经第 1个五年计划

（1928—1932年），苏联建成了飞机制造、汽车制

造、拖拉机制造、化学工业、仪表制造、重型和轻型

机器制造等诸多新兴工业部门，由农业国转化为工

业国。至1937年第2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工业

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21]。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后，在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领导下，逐步

建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国家化科技体制，在火箭技

术与太空飞行研发领域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

由此迅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之列。苏联高度集中

的计划科技体制由国家元首直接领导，采取自上而

下的严格管控和快速信息反馈系统。然而，此类

“政-军-工-科-教”五位一体的刚性结构科技体

制，过度发展重工业，而对轻工业及关乎群众生活

的领域投入不足，最终不能带领国家走向真正的富

强。苏联解体后，该体制因失去集权政府的支持而

无法正常运转，俄罗斯的科研实力和综合国力遭受

重创[2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部分西方国家的学者

认为，计划体制是违背科学本质的，一个国家科学

的兴起依靠的是自由的研究、探索和竞争，不可能

更不应该被规划。殊不知科学理论研究是探索未

知，但科学技术在研究方向上是可以进行大型规划

的。到 20世纪初期，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被

奠定后，科学开始进入到应用时代和可预知的解决

时代。“从人对科技的贡献来说，个别天才及偶然性

因素的作用在相对变弱，而系统的作用、方法论的

作用，包括资金甚至综合国力的作用则在提升。”[23]

在这种情况下，核科学、高能物理、量子力学、生命

科学等领域逐渐进入大科学的布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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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落脚点

普赖斯提出的“大科学”，以大规模的仪器设备、

来自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特征。

“我们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是清除了一

切陈腐却保留着基本传统的时代。不仅现代科学硬

件如此光辉不朽，堪与埃及金字塔和欧洲中世纪大

教堂相媲美，且用于科学事业人力物力的国家支出

也骤然使科学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24]

以“曼哈顿工程”为例，当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原

理都已清楚明了，不再需要科学家独自探索时，在

应用、发展、设计等后续环节上则需要群体合作。

大科学工程最重要的特点是大装置或大量人员的

分工协作。引力波的发现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世

界多国科学家通过海量电子邮件交流讨论，加剧了

圈内思想的交流，再通过分别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

汉福德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利文斯顿且相距 3000多
千米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系统，最终

成功探测到引力波。

中国对青蒿素的研究亦是如此。早在屠哟哟

做出成果之前，西方就已经对抗疟药物进行过筛

选，但是他们没有进行大科学意义上的筛选。在中

国的举国体制之下，形成了“523项目”，有关机构

和人员遍查民间秘方验方、医药古籍和现代文献，

采集药用植物，经过化学提取获得有效成分，进行

抗疟筛选，开展临床实验。仅中医研究院屠呦呦团

队的余亚纲就整理出包括乌头、乌梅、鳖甲、青蒿在

内的 808种抗疟中药清单。全国各地经过筛选，先

后发现常山、鹰爪、仙鹤草、陵水暗罗、金不换、管兰

香等十余种植物对疟原虫具有抑制作用，但或因毒

性大，或因药效低而从抗疟药用植物清单中删除。

尽管这种对药物进行大规模筛选的过程没有使用

大科学装置，但却汇聚了大量的人力，产生了大量

的互动与信息交流，最终对提取到的 190多种化合

物进行了分析，并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这种大

科学的成就也不应被埋没[25]。当前，人类对科学的

认识，特别是面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

研究领域，往往是需要大科学、大团队的。

当前，中国科技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重应用学

科研究轻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并且中国的科技计划

在体系布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总体绩效等方面

也存在不少问题。“要彻底改变政出多门、九龙治水

的格局，坚持按目标成果、绩效考核为导向进行资

源分配，统筹科技资源，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

管理平台，构建总体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具有

中国特色的科技计划体系和管理制度，以此带动科

技其他方面的改革向纵深推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创立一个好的体制保障。”[26]

正如库恩所说：“常规科学的目的绝不是引起

新类型的现象……科学家的目标按常规并不是发

明新理论……常规科学研究总是为了深入分析规

范所已经提供的现象和理论。”[27]因此，当前面临着

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如何扩展科学研究细节上的

一些发现；二是将科学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与国内

外形势，提出了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的重要指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我们

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7]在战略

上，则要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

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

明确中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实施非对称

性赶超措施。“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

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

超甚至引领步伐……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

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

搞什么。”[2]

在构建科学化、人性化、未来化的科技体制上，

基于新比较观的视域，认为中国要平衡好管理与被

管理的关系，着眼于提升科研人员的创造力。中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在于其

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上，科研人员是科技领域的核

心生产要素。将关注点落实到核心要素上，有助于

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和开拓力。中国的科技体

制是服务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建设，一方面

是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中国的科研体制长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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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设，短于科研活动，这也是科技体制需要优化

之所在。我们要植根本土、面向世界，在继承、发扬

优秀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学习、吸收各国科技

体制创新的有益成果，对中国现有的科技体制进行

全面优化，为跻身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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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from the new

comparative view

Abstract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any countr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To judge th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ten needs to use a comparative view. The two traditional
views of comparison (foreign coordinates and China standard) focus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but ignore cultural
differences, bringing errors to evaluation results. The new comparative view of cultural manifold is more suitable for judging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China's highly centraliz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it's unific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period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 scientific system that is supported by the state and centralized on a large scale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and implement an asymmetric catching-up strategy.
KeywordsKeywords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new comparative view; big science; asymmetric catching-up strate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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